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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负担、性别分工与贫困劳动力就业

———基于湖北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

张翠娥,陈子璇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基于湖北省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 Logit回归模

型,探讨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整
体来看,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影响不同,其中,赡养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

业具有促进作用,疾病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分性别来看,家庭负担对贫困劳

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家庭负担的阻碍.据此,应完善农

村公共服务建设,减轻家庭负担对就业的阻碍;增加居家就业机会,减轻就业与家庭的冲突,
以此促进贫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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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全国累计建成集中安置社区３．５万个,共有９６０多万贫困人口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１].当前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基本解决了“搬得出”的问题[２],搬迁使贫困户从原本环境恶劣的地区搬迁到自然

条件较好、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地区,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搬迁后的贫困户仍面临着是否“稳得

住、能致富”的新问题,尤其是对于集中安置的搬迁户来说,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曾经的生产生活方式

难以在新居住地复刻,他们能否在新的聚居点实现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是关键.解决易地搬迁贫困户

“稳得住、能致富”的最有效方式是促进就业[３],因此,就业常常被视作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后续发展的

基础,也被列为易地搬迁移民后续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着对贫困内涵认识的深化,贫困程度的测量已经从单一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疾病、子女抚

养、老人赡养等家庭负担也常常被作为测量家庭贫困程度的指标之一[４].既有研究显示,家庭负担会

影响劳动力就业[５],但在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积极促进还是消极阻碍作用上,学者们的观

点却存在着较大分歧.据此,本文基于湖北省J县的实地调查,聚焦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贫困户的

家庭负担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尝试透过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更为深入地认识家庭负担对贫困

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一、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文献分析

(１)家庭负担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家庭负担的定义最早见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

家Clausen对疾病家庭负担的研究,他认为家庭负担指疾病对家庭成员造成的困难、问题或不良影

响[６].Hoenig等将家庭负担分为主观负担和客观负担[７],主观负担指患病成员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

的心理感受,客观负担指由患者的疾病给家庭带来的不良事件.随着研究的深入,家庭负担的界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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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扩展,当前主要指家庭中的老人、子女和病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照料负担.
现有研究对家庭负担与劳动力就业关系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就业促进效应”,即赡

养老人、抚养子女和照顾病人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会积极就业,并
且在就业过程中会努力追求更高的收入.郭锦墉等调查发现农民在家庭负担的驱动下会趋向收入更

高的职业,职业流动性提高[８].席恒等指出家庭负担会影响劳动力工作意愿,除政府公务员之外,家
庭负担越重,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的意愿越强烈[９].覃凤琴等认为家庭负担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区

域选择[１０].二是“就业阻碍效应”,即由于家庭负担的存在,劳动力需要分配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到家

庭事务中,为家庭成员提供照料,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分配到家庭事务中的越多,投入到劳动生

产的就会越少,因此家庭负担会阻碍就业.当家庭内部需要抚养的老人和小孩数量越多时,劳动力的

平均照料负担会随之增加,就业受到限制,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概率会降低[１１Ｇ１２].三是“就业门槛效

应”,即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影响会发生明显变化.黄

春杰等指出在家庭照护对农民的非农他雇就业有负向影响,并且以每周１５小时为门槛,当照护时间

超过１５小时,农民的非农他雇劳动参与率会显著下降[１３].
(２)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受到家庭负担的影响,绝

大多数研究显示,家庭负担会阻碍女性就业.张建杰认为,有家庭负担的劳动力外出就业意愿较高,
而农村女性受到家庭的限制,虽然外出就业意愿强烈,与男性相比也很难实现外出就业[１４].王娟等

发现家庭疾病照料负担会降低已婚男女的劳动参与,对女性劳动者的阻碍更强[１５].潘明明等对老人

照料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１６].郭新华等认为资产负债与子女照料均会对已婚女性就业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１７].也有学者讨论了家庭照料对女性就业影响的门槛效应,如陈璐等提出为家庭提

供照料会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当周照料时长超过２０小时,女性会因为难以兼顾家庭和

工作而退出劳动市场[１８].值得注意的是,李勇辉等研究不同子女照料方式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发
现在照料子女的方式选择上,如果家庭中有祖辈照料或正规照料而不是母亲来承担照料责任,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大大提高[１９].这提示家庭负担在一定条件下对女性就业也可能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综上可见,学者们在家庭负担与劳动力就业问题上已经进行了较多探索,使用的分析方法多样,

但对于家庭负担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何种影响尚未达成共识.既往研究大多使用非劳动力人口占劳

动力人口或家庭总人口的比值来测量家庭负担,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个非劳动力可能会同时带来赡/
抚养负担和疾病负担,如Irazábal等[２０]研究所提出的,抚养一个残疾儿童家庭负担远高于抚养一个

正常儿童.而且,使用一个总体比值来衡量家庭负担忽视了子女抚养、老人赡养与病人照顾之间的差

异性,难以揭示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同样,也未能真正揭示不同类型的

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性别差异.

２．研究假设

关于劳动力就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十分丰富,而在家庭这一场域中探讨劳动力就业时,多以家庭

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贝克尔是家庭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家庭经济理论视家庭为有效率的生产单

位,将时间资源加入到家庭经济活动的分析当中,提出为了实现家庭资源投资的收益最大化,家庭需

要在各项活动中对生产资料和时间资源进行配置[２１].据此,家庭既要完成家务劳动,也需要通过市

场获得经济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而家庭由个人组成,因此家庭可获得经济收入的多少,取决于构成

家庭的个人在家庭内部与市场生产之间的时间精力分配.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一个有效率家庭的

成员会同时对市场和家庭两方面进行投资,并且把时间分配到两个部门中[２２].当家庭负担出现时,
家庭部门的需求增加,由此家庭成员分配到家庭部门的时间随之增加.但是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

的,家庭部门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分配到市场部门的时间和精力减少.据此,家庭负担会阻碍家庭成

员参与市场工作.而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家庭各类资源的匮乏是其基本特征,因此家庭负担的出

现使得他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家庭中,就业由此受到阻碍.基于此,提出假设１.

H１: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具有阻碍作用.

３３第２期　　　张翠娥 等:家庭负担、性别分工与贫困劳动力就业———基于湖北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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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家庭负担细分为赡养负担、抚养负担和疾病负担三类,由此,得到以下三个推论:

H１a:赡养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

H１b:抚养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
H１c:疾病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
在我国农村地区,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主要是“男主外,女主内”,即男性主要从事市场部门的经济

劳动,女性则负责家庭部门的家务劳动.对此,贝克尔曾这样解释:女性在照料技能和责任上的表现

都优于男性,在相同的条件下,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当家庭中存在两性时,为了更

高的收益会倾向于让女性专注家务劳动,让男性专注市场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男性与女性会分别在

市场和家庭进行专业化投资,因此性别分工会逐渐形成,并且实现完全专业化,男性主要被分配到市

场部门,而女性被分配到家庭部门[２３].虽然近些年农村女性开始逐渐走出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中占

据的比例不断提高,但是调查研究显示,男性仍然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而女性依然承担着更多

家务劳动.据此,提出假设２.

H２: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相比于男性劳动力,不同类型家庭负担对

女性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作用更大.

　　二、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２０年７—８月,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J县开展的实地调查.

J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户４．１万户,１３．７万人.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该县易地扶贫搬

迁任务较重,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共计完成易地扶贫搬迁１４３０２户贫困户４８８４２人,约为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的１/３.此次调查的对象为享受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政策,并且已经完成搬迁的贫困家

庭中１８~６５岁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该调查在J县选取三个乡镇,每个乡镇各选两个典型集中安置小

区,在小区内以户为单位进行普查.调查方法以入户访问为主,共回收２８３份问卷;通过电话访问的

形式对当时不在家的劳动力进行补充调查,共回收１４３份问卷.总计回收样本４２６个,其中有效样本

４０８个.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家庭情况、被访者的个人情况与搬迁前后的就业

状况.

２．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就业状况,是一个关于劳动力是否有工作的二分变量.本

文将就业定义为劳动力依法进行的可获得经济收入的活动,在具体操作中包括自雇就业和他雇就业,
其中他雇就业包括长期稳定就业和短期非稳定就业.在分析时,将“有工作”赋值为１,“没有工作”赋
值为０.

(２)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家庭负担.借鉴 Maji等对家庭负担的定义[２４],本文将家庭负担定义

为影响家庭生活的问题、困难或不良事件,并将其划分成赡养负担、抚养负担和疾病负担三个维度.
其中赡养负担指赡养老人的负担,通过“您家里是否有６５岁以上需要赡养的老人”进行测量;抚养负

担主要指养育子女的负担,不同年龄段的子女需求存在差异,根据不同教育阶段将抚养负担分为学龄

前、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或大学三种,分别通过“您家是否有学龄前儿童”“您家是否有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和“您家是否有高中生或大学生”三个问题进行测量;疾病负担指为病人提供的照料负担和看病

带来的经济负担,通过“您家是否有残疾人”“您家是否有需要长期吃药的病人”和“您家是否有人生活

不能自理”三道题进行测量.测量家庭负担的７道题均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１,“否”赋

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为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和兄弟姐妹数量(见表１).
借助线性回归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对所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得到方差膨胀因子(VIF)均

小于３,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相关共线性程度在合理范围内.

４３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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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就业状况 是否有工作:是＝１;否＝０

核心解释变量

赡养负担(X１) 是否有６５岁以上老人需要赡养:是＝１;否＝０
抚养负担１(X２) 是否有学龄前儿童:是＝１;否＝０
抚养负担２(X３) 是否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是＝１;否＝０
抚养负担３(X４) 是否有高中生或大学生:是＝１;否＝０
疾病负担１(X５) 是否有残疾人:是＝１;否＝０
疾病负担２(X６) 是否有需要长期吃药的病人:是＝１;否＝０
疾病负担３(X７) 是否有人生活不能自理:是＝１;否＝０

控制变量

性别(X８) 男＝１;女＝０
年龄(X９) 实际年龄

文化程度(X１０)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中专、技校＝３;高职高专＝４;本科及以上＝５
健康状况(X１１) 健康＝１;体弱、小病多＝２;患有慢性病＝３
劳动能力(X１２) 都能干＝１;多数能干＝２;能干一些轻活＝３

家庭常住人口数(X１３) 实际数量

兄弟姐妹数量(X１４) 实际数量

　　３．描述性统计

根据是否有工作将受访的样本分组,进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除此之

外,在接受调查的所有样本中,没有工作的样本占比１７．４％;有工作的样本占比为８２．６％.在有工作

的样本中,打零工的最多,占总体的５１％;编制内员工最少,仅占０．６％;合同制员工与个体经营者分

别占３８．９％、９．５％.
表２　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有工作

均值 标准差

没有工作

均值 标准差

核心解释变量

赡养负担(６５岁以上老人) ０．５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３７０ ０．０５８
抚养负担１(学龄前儿童) ０．１６０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４８
抚养负担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０．４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４８０ ０．０６０
抚养负担３(高中生或大学生) ０．２４０ ０．０２３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９
疾病负担１(残疾人)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４２
疾病负担２(长期吃药的病人) ０．３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４０８ ０．０５８
疾病负担３(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３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６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０
年龄 ４３．９９０ ０．５０７ ４４．３８０ １．２６１
文化程度 １．５４０ ０．０４３ １．５５０ ０．１００
健康状况 １．３２０ ０．０３２ １．５５０ ０．０８５
劳动能力 １．６３０ ０．０４２ ２．１１０ ０．１０５
家庭常住人口数 ３．９００ ０．０７５ ４．３００ ０．１５８
兄弟姐妹数量 ２．０４０ ０．０９７ ２．２４０ ０．２１５
样本数(N＝４０８) ３３７(８２．６％) ７１(１７．４％)

　　三、模型与实证结果

　　１．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就业状况是考察“是否有工作”的二分变量.
选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建立影响劳动力就业发生比的模型:

ln(pi

１－pi
)＝β０＋β１Xi１＋β２Xi２＋ ＋βnXin＋εi (１)

式(１)中,pi 为劳动力有工作的概率;β０ 为常数项;βn(j＝１,２,,n)为待估计系数;ε１ 表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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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解释变量Xin包括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为赡养负担(６５岁以上老人)、抚养负担１(学
龄前儿童)、抚养负担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抚养负担３(高中生或大学生)、疾病负担１(残疾人)、疾
病负担２(长期吃药的病人)、疾病负担３(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劳
动能力、家庭常住人口数和兄弟姐妹数量.

２．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１)赡养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影响(见表３).赡养负担对劳动力是否就业的影响系数为正

(β＝０．８４５,P＜０．０５),说明有赡养负担的家庭劳动力就业的概率相对更大,赡养负担对劳动力就业有

促进作用,与假设 H１a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获得更多经济收入至关重要.为此,
他们会优先将在市场中更有优势的成员分配到市场部门,并且使他们尽量分配时间和资源到市场部

门以期获得最高的经济收入.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就业大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劳动能力越

强,在市场中越有优势.为了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在市场中竞争力最强的全劳动力被分配到市场部

门,而老年人由于劳动能力较弱,大多进入家庭部门从事家务劳动.由于老年人承担了做饭、打扫、照
顾孩子等家务劳动,这让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换得经济报酬,因
此对劳动力就业具有促进作用.

表３　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总体样本方程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赡养负担(６５岁以上老人) ０．８４５∗∗ ０．３７２ ２．３２７

抚养负担１(学龄前儿童) －０．５５０ ０．４９７ ０．５７７

抚养负担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０．３２９ ０．３６７ ０．７１９

抚养负担３(高中生或大学生) ０．２４４ ０．４０１ １．２７６

疾病负担１(残疾人) ０．７１７ ０．５４７ ２．０４８

疾病负担２(长期吃药的病人) ０．２７８ ０．３６１ １．３２０

疾病负担３(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１．５０８∗∗ ０．７５３ ０．２２１

性别(参照组:女性) ２．８４８∗∗∗ ０．４３５ １７．２５６

年龄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９９１

文化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７６１∗∗ ０．３７８ ０．４６７

高中、中专、技校 １．４５５ １．２０５ ４．２８６

高职高专 －０．０４０ １．２５９ ０．９６１

本科及以上 －０．８００ １．０５７ ０．４４９

健康状况(参照组:患有慢性病)

健康 －０．７１７ ０．７６７ ０．４８８

体弱小病多 －０．０６１ ０．６０７ ０．９４１

劳动能力(参照组:能干一些轻活)

都能干 ２．５３７∗∗ ０．６５０ １２．６４３

多数能干 １．６５９∗∗ ０．５７８ ５．２５４

家庭常住人口数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０ ０．８５２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７ １．０９６

常数项 ０．２９６ １．４０２ １．３４４

－２Loglikelihood ２６０．１５１

NagelkerkeR２ ０．４１３

卡方检验值 １１７．００６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０

观测值数 ４０８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５％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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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抚养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影响.抚养负担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H１b无法得到验

证.但是通过目前模型中的系数可以推测,学龄前儿童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带来的家庭负担对家

庭劳动力就业有负向影响,高中及大学生所带来的抚养负担对劳动力就业有促进作用.高中生和大

学生大多离开家庭独自在学校生活,仅仅需要家庭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如学费、生活费等,经济的

压力会促使劳动力就业.而义务教育阶段与学龄前的学生需求会更多,他们不仅会带来经济开销,还
需要投入时间提供陪伴和照料,当需要更多时间分配到家庭中时,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阻碍.因此,
义务教育和学龄前的抚养负担可能会阻碍劳动力就业,高中生或大学生的抚养负担可能会促进劳动

力就业.
(３)疾病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影响.残疾人和需要长期吃药的病人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

显著,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对劳动力就业有显著负向影响(β＝－１．５０８,P＜０．０５),说明当家庭中有生

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时,劳动力就业的概率降低.长期吃药的病人的医疗费用支出按理应该会给家庭

带来经济上的压力,但是得益于医疗保障的全面覆盖,通过报销等方式减少了家庭需要承担的费用,
因此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当家庭中有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时,劳动力就业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

我国农村照料服务购买的发展并不完善,照料主要由家庭提供,劳动力不得不分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到家庭中,就业因此受到阻碍.
综上,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与 H１的假设不同,并非所有类型的家庭负

担都对劳动力就业产生阻碍作用.事实上,整体来看,不同类型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不同

的,赡养负担对劳动力就业有促进作用;各类抚养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都不显著;疾病负担中,生
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对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而残疾人与长期吃药的病人对劳动力就业没有显著

影响.

３．分性别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１)赡养负担的影响(见表４).对男性模型与女性模型的比较可见,赡养负担对男性劳动力影响

不显著;但对女性劳动力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β＝０．９３１,P＜０．０５).
(２)抚养负担的影响.对男性模型与女性模型的比较可见,高中生或大学生的抚养负担对两性劳

动力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学龄前儿童抚养负担对男性劳动力就业影响不显著,但对女性劳动力就业

具有显著的负向阻碍作用(β＝－１．０３３,P＜０．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抚养负担对男性就业有正向促

进作用(β＝３．１５０,P＜０．１),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３)疾病负担的影响.对男性模型与女性模型的比较可见,各类疾病负担对男性劳动力就业的影

响均不显著,但对女性劳动力就业大多数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残疾人对女性劳动力就业在５％的显

著水平上有正向促进作用(β＝１．４９１,P＜０．０５),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对女性就业在５％的显著水平

上有负向阻碍作用(β＝－２．０９７,P＜０．０５),但长期吃药的病人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综上,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总体来说,家庭负担对男性劳

动力就业影响不大,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较大.这可能是因为贫困家庭经济收入有限,如果失去经济来

源,家庭极易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有劳动力就业对于贫困户维持生计和脱贫致富至关重要.由于劳动

性别分工,男性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无论家庭内部发生什么变化,男性贫困劳动力都必须工

作挣钱,以此来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故男性劳动力就业受到家庭负担的影响较小.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抚养负担对男性劳动力就业有促进作用,可能因为这一阶段的男性大多正处于壮年,是就业的最好

年龄段.在本研究的男性样本中,有工作的占９６．１４％,而女性样本中,有工作的仅为６４．５７％,男性劳

动力的就业率远高于女性劳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负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很复杂,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于女性就业的影响是

不同的,并非所有类型的家庭负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女性就业受到的阻碍主要体现为

特定的人群带来的照料负担,即学龄前的儿童和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而家庭中的老年人与残疾人

不仅没有阻碍女性就业,反而促进了女性就业.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与残疾人作为弱劳动力虽然难

以进入市场从事经济劳动,但是都可以适当承担家务劳动,与其相比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更有

７３第２期　　　张翠娥 等:家庭负担、性别分工与贫困劳动力就业———基于湖北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竞争优势.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弱劳动力参与家务劳动可以对通常由女性劳动力承担的家务

劳动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了促进作用.
表４　不同性别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男性样本方程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女性样本方程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赡养负担(６５岁以上老人) ２．２５７ １．４６８ ９．５５７ ０．９３１∗∗ ０．４３１ ２．５３８

抚养负担１(学龄前儿童) １９．０４８ ４６５１．４０４ １８７２６１８１９．１５５ －１．０３３∗ ０．５７７ ０．３５６

抚养负担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３．１５０∗ １．８０４ ２３．３４２ －０．６７９ ０．４２３ ０．５０７

抚养负担３(高中生或大学生) －０．３０１ １．３４２ ０．７４０ ０．１６５ ０．４５３ １．１７９

疾病负担１(残疾人) －１．９８６ １．３８４ ０．１３７ １．４９１∗∗ ０．７０１ ４．４４３

疾病负担２(长期吃药的病人) －０．０３６ １．３６６ ０．９６４ ０．２８８ ０．４１３ １．３３４

疾病负担３(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１．２７４ ２．００１ ０．２８０ －２．０９７∗∗ ０．９１４ ０．１２３

年龄 －０．２１７∗ ０．１２２ ０．８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９９８

文化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１．６４０ １．０２９ ０．１９４ －０．４２３ ０．４４６ ０．６５５

高中、中专、技校 １８．７５０ ７３８３．３１２ １３９００７３１０．７５２ １．９３５ １．３００ ６．９２６

高职高专 １２．２２１ ２５０２３．７１５ ２０２９８２．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１．３２２ １．００１

本科及以上 －０．６５２ １．１２９ ０．５２１

健康状况(参照组:患有慢性病)

健康 ２．４３０ ２．５５４ １１．３５５ －０．７０４ ０．９７５ ０．４９４

体弱小病多 ０．３３８ １．６６７ １．４０２ ０．２０８ ０．６８８ １．２３２

劳动能力(参照组:能干一些轻活)

都能干 －０．２２８ １．７８１ ０．７９６ ２．７４６∗∗∗ ０．８６８ １５．５７５

多数能干 ２０．１１７ ３６６３．１４３ ５４５３６１１５４．２５５ １．４２４∗ ０．７５１ ４．１５５

家庭常住人口数 －０．４３２ ０．５７１ ０．６４９ －０．２２５ ０．１６８ ０．７９９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５７２ ０．３５９ １．７７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９ １．１１３

常数项 １２．１６１ ６．１７７ １９１１７２．３２８ ０．１９３ １．６６４ １．２１３

－２Loglikelihood ３６．１７６ １８９．６１８

NagelkerkeR２ ０．５６６ ０．２６８

卡方检验值 ４０．０４０ ３７．９０３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观测值数 ２３３ １７５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湖北省J县４０８个易地扶贫搬迁户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

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１)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年龄段的抚养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都不显著,但疾病负担中无法自

理的病人显著阻碍劳动力就业,赡养负担则对劳动力就业具有促进作用.(２)不同类型家庭负担对劳

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劳动力就业更容易受到家庭负担的影响.对于男性劳

动力,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抚养负担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他各类家庭负担对男性就业的影响

都不显著.对于女性劳动力,不同类型家庭负担的影响不同,其中,赡养负担与残疾人疾病负担对女

性就业有促进作用,学龄前儿童抚养负担和无法自理病人疾病负担对女性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
就业是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最有效途径.不同类型家庭负担对就业的影响不同及

其影响的性别差异,意味着就业扶贫政策要充分考虑贫困户中家庭负担的差异性,制定出精准的帮扶

举措.首先,为促进充分就业,减少家庭负担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作用,应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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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务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以公共服务替代劳动力在家庭事务中投入的时间,从而整体上

提高劳动力就业的比例;其次,应结合公共服务的发展,创造更多居家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家门口就

业”环境,以此帮助男女两性都可以更好地兼顾家庭与事业.就业是稳定脱贫的关键,但家庭负担本

质上也是家庭责任.在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同时,必须使其能够同时履行好家庭责任,只
有这样,才能促进贫困劳动力的就业,从而保障贫困家庭的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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